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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就第721/2015号来文
通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2017年11月6日至12月6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与了来文的审议：Essadia Belmir、Alessio Bruni、Felice Gaer、Abdelwahab Hani、Claude Heller Rouassant、Jens Modvig, Ana Racu、Sébastien Touzé和Kening Zhang。] 

	来文提交人：
	J.B. (由律师Boris Wijkström和Gabriella Tau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5年12月16日(初次提交)

	决定日期：
	2017年11月17日

	主题：
	将申诉人移送保加利亚

	程序问题：
	所称情况缺乏证据；申诉显然无依据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如果按《都柏林规则》将申诉人移送保加利亚，他会面临遭受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公约条款》：
	3, 16



1.1	申诉人是J.B.，阿富汗国民，塔吉克族，生于1990年。他在瑞士申请庇护遭拒。他声称，如果按《都柏林规则》将他强行移送保加利亚，瑞士就会违反《公约》第3条。他还声称，他根据《公约》第16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害。申诉人由律师Boris Wijkström和Gabriella Tau代理。
1.2	2015年12月18日，委员会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采取行动，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时不要将J.B. 驱逐到保加利亚。
1.3	2015年12月21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说，依照既定程序，国家移民秘书处已请主管当局不要采取移送申诉人的任何步骤，因此在委员会审议申诉时，保证申诉人将留在瑞士。
		申诉人提交的事实情况
2.1	J.B. 生于1990年，出生地是阿富汗楠格哈尔省Bare Soltanpor。中学毕业后，他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学习信息系统和移动电话技术，并获得了该领域若干证书。随后，他返回阿富汗，在贾拉拉巴德在他父亲开的店里工作约两年。接着，他开始在喀布尔一家半公营性质的Etabad技术公司工作。在那家公司，他为若干外国组织工作，包括为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安装软件操作系统。申诉人在该公司工作后，塔利班开始与他及其家人接触，要求他与塔利班配合，因为他能进入军事场所。申诉人及其家人拒绝与塔利班配合，便开始接到死亡威胁。因此，他们逃离贾拉拉巴德，然后逃到巴基斯坦，但他们仍然不能感到完全安全，因为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各个团体的人员也很多。申诉人随后逃到欧洲。
2.2	申诉人进入保加利亚，在Busmantsi 中心被拘留了9个月。他声称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看守经常打他，卫生条件差，给他的食物很少。他不愿意在保加利亚申请庇护，但在保加利亚当局的威胁下他还是提出了申请。他被迫签署了若干文件，而文件是保加利亚文写的，他看不懂。拘留9个月后，他突然获释，被带到索非亚。他离开了保加利亚，抵达瑞士，于2015年8月7日申请庇护。
2.3	2015年10月12日，国家移民秘书处拒收他的庇护申请。国家秘书处认为，可根据《都柏林规则》将申诉人移送保加利亚，因为保加利亚是他第一次申请庇护的国家。国家秘书处认为，保加利亚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缔约国，不会违反不驱回原则，申诉人不会面临风险。因此，国家秘书处不审议申诉人关于他若被送回阿富汗会面临风险的说法。关于申诉人称他在保加利亚受虐待的情况，国家秘书处认为，一国的移民管制措施不构成对《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关于酷刑和虐待的)第3条的违反，保加利亚是尊重法治的国家，是尊重欧洲联盟关于庇护申请程序和寻求庇护者问题的指令的国家，因此，移送申诉人是合法的。
2.4	申诉人对国家秘书处的决定提出上诉。2015年10月29日，行政法院驳回上诉，理由是上诉明显无依据。法院认为，即使申诉人确实为了避免被拘留18个月而在保加利亚申请庇护，那也不改变他在那里寻求庇护的事实，他的电子指纹已记录在保加利亚系统里。因此，保加利亚必须对庇护申请作出决定。关于申诉人称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接待系统全面失灵的指控，法院认为，可以假定保加利亚是尊重其根据包括《禁止酷刑公约》和欧洲联盟相关指令在内的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的，除非申诉人能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此外，法院认为，没有客观理由能证明申诉人关于返回阿富汗的担忧是合理的。
		申诉
3.1	申诉人坚持认为，将他移送保加利亚将构成对《公约》第3和16条的违反。
3.2	他说，他将无法利用保加利亚的庇护程序，因而会被驱回阿富汗。由于他与塔利班的矛盾，他在阿富汗将面临危险。[footnoteRef:4] [4: 		申诉人引述了关于他的原籍省楠格哈尔局势的报道，该省主要由塔利班控制，塔利班在那里进行了多次袭击，包括在他生活的贾拉拉巴德市进行袭击。他提及“欧洲庇护支持办公室2015年关于阿富汗的原籍国信息报告”。他还引述了关于保加利亚庇护程序不符合欧洲标准的报道。他特别引述了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关于保加利亚的新闻稿和庇护信息数据库的报告，其中指出，庇护申请被拒的比例非常高，在非叙利亚寻求庇护者中达到91%。] 

3.3	申诉人还称，如果将他移送保加利亚，他可能受虐待或酷刑，因为该国接待系统全面失灵，在偷渡移民拘留中心尤其如此。[footnoteRef:5] 他说，他由于在保加利亚期间经历过虐待，现在忧郁症和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很严重。[footnoteRef:6] [5: 		申诉人称，他在进入保加利亚时没有申请庇护。因此，他受拘留可能是由于他被认为是非法移民。他引述了若干报道作为此说法的佐证，包括非政府组织保加利亚人权中心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众所周知，在申诉人被关押的Busmantsi 中心，人权经常受侵害，时有虐待发生。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预防酷刑委员会2012年报告中具体建议保加利亚政府改善Busmantsi拘留中心状况，但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该建议的实施迄今尚无进展。据报告，在Busmantsi和Lyubimets的被拘留者在2014年指控说，他们受看守虐待，有时受暴力虐待，中心过于拥挤、吵闹，各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孤身儿童与成人关在一起，厕所肮脏且不够用，通风不足，食物质量差。他们还说，他们与外界联系途径有限，与看守和当局也没有沟通途径”(www.openingdoors.eu/wp-content/uploads/2015/10/ CommDH201512_EN.pdf)。]  [6: 		作为其说法的佐证，申诉人出示了2015年12月4日的医疗报告，其中说明他忧郁症严重，需要大量心理门诊治疗和药物治疗。如果将他送到保加利亚，他会有自杀风险。2015年11月11日，日内瓦一位心理医生对申诉人进行了评估，诊断他可能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和严重忧郁症，但无精神错乱的症状。] 

		缔约国对来文案情的意见
4.1	2016年6月17日，缔约国就来文案情提交了意见。缔约国首先概述了事实情况和欧洲及瑞士相关法律的一般信息。2015年8月7日，申诉人在瑞士提出庇护申请。在国家移民秘书处听证时，他说他是阿富汗国民，在巴基斯坦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然后返回阿富汗工作。他称他在2014年离开了阿富汗，因为与塔利班发生矛盾。他来到欧洲，经过保加利亚等国，在保加利亚被捕，关押在Busmantsi拘留中心，而该中心卫生、保健、营养条件极差。他被关押了9个月后获释。据称，他被迫提供电子指纹，并于2015年3月18日提出庇护申请，随后被转送到索非亚寻求庇护者中心。他没有等待政府对他的庇护申请作出决定，便离开了保加利亚，因为他说阿富汗人通常不受欢迎，而且也找不到工作。他抵达瑞士前，经过匈牙利(在那里于2015年5月6日和27日提出庇护申请)、奥地利(在那里他于2015年8月2日提出庇护申请)和意大利。2015年9月17日，国家移民秘书处通过EURODAC中央数据库检查他的电子指纹，发现他已于2015年3月18日在保加利亚申请庇护，于是请保加利亚带他回去。2015年10月1日，保加利亚当局同意这一请求。国家秘书处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决定，注意到申诉人已于2015年3月18日在保加利亚提出庇护申请，认定保加利亚有责任审查申请。[footnoteRef:7] 因此，国家秘书处不考虑申诉人的庇护申请，根据1998年6月26日《联邦庇护法》第31a (1) (b)条的规定命令将他移送保加利亚。 [7: 		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2013年6月26日第604/2013号条例第18 (1) (b)条规定了确定成员国审查由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在一个成员国提出的国际保护申请的责任的准则和机制(修订)(2013年6月29日欧洲联盟公报L 180/31,《第三号都柏林规则》)。] 

4.2	2015年10月26日，申诉人不服国家移民秘书处的上述决定，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废除该决定，并考虑他的庇护申请。他称，根据许多国际报告，保加利亚接待条件和住处条件恶劣，寻求庇护者的状况是货真价实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已在监狱关押9个月，监狱条件有辱人格，患疾病风险大，营养很差。2015年10月29日，法院判定驳回申诉人的上诉。除了论及其他事项外，法院认定，他对保加利亚当局将他送回阿富汗的担忧没有真正依据，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显示保加利亚不尊重不驱回原则，因此会不遵守国际义务，把他送回他的生命、人身健全或自由将受到严重威胁的国家，或送到有可能将他遣返这样的国家的地方。此外，法院认为，申诉人没有表明他在保加利亚的生活条件如此艰难严酷，因而构成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和《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的待遇。
4.3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援引的《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驱回”)或引渡至该国(第1款)。为了确定这种理由是否存在，有关当局应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包括在适当悄况下，考虑到在有关国家境内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第2款)。委员会在其判例中已具体说明该条的要素，尤其已在第1 (1997)号一般性意见中发出确切指示，说明这项规定应如何适用。第1 (1997)号一般性意见是关于在《公约》第22条的框架内实施第3条的问题，其中规定申诉人必须说明如果被驱逐回原籍国就会有本人在目前遭受酷刑的严重危险。对酷刑风险的评估决不能局限于理论或怀疑。此外，指控必须显示风险是严重的。一般性意见第8段列出为得出存在这种风险的结论而必须考虑的信息，包括：相关国家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a)和(d)分段)；申诉人关于本人最近受酷刑或虐待的指控及其独立证据((b)和(c)分段)；关于申诉人在原籍国内外的政治活动的信息((e)分段)；关于申诉人的可信度的证据((f)分段)；申诉人申诉的事实有无不一致之处((g)分段)。
4.4	缔约国指出，《公约》第16条将《公约》中关于防止酷刑行为的某些规定延伸适用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根据委员会既定明确的判例，《公约》第3条所述义务不涵盖《公约》第16条所述的虐待情况。[footnoteRef:8] 第3条的适用仅限于认为来文提交者有遭受《公约》第1条定义中的酷刑的危险的情况。[footnoteRef:9] 因此，从属事管辖角度来说，根据第16条提出的申诉不可受理，因为与《公约》规定不符。因此，下述关于申诉人若被移送保加利亚就有可能受虐待的意见为从属性质的。 [8: 		见T.M.诉瑞典(CAT/C/31/228/2003)，第6.2段；B.S.诉加拿大(CAT/C/27/166/2000)，第7.4段；另见Manfred Nowak and Elisabeth McArthur (eds.)，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A Commentary, 2008, 见第183页以及第41和75页。]  [9: 		见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1段；另见S.V.等人诉加拿大(第49/1996号来文)，第9.8段。] 

4.5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对下列事实情况提出质疑：既然保加利亚当局已同意瑞士请保加利亚让他返回的要求，根据《第三号都柏林规则》第12 (1)条，保加利亚原则上具有审查他的庇护申请的权限。关于将他移送保加利亚一事，他声称他将无法利用公正公平的庇护程序，得不到保护，保加利亚会违反不驱回原则任意将他遣返原籍国。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他出示了关于保加利亚庇护程序弊病的报告和关于非叙利亚寻求庇护者在叙利亚获准难民地位人数少的报告。从联邦行政法院对此案件的推理等可以清楚看出，在保加利亚适用的庇护权利法和庇护程序并无结构性缺失，寻求庇护者的申请有机会得到认真审查，有效补救或防止任意遣返原籍国的保护是存在的。
4.6	保加利亚当局明确同意根据《第三号都柏林规则》第18 (1) (b) 条让申诉人返回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当局在这样做时承认保加利亚的程序正在进行之中，并承认他们处理庇护申请的权限。在这方面，从申诉人引述的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2015年10月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移送保加利亚的人在返回保加利亚后原则上能利用庇护程序；如果程序待决，如本案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寻求庇护者会被转送到接待中心。申诉人称，他是以非正常身份在保加利亚时被警察拘留的，拘留前没有提出庇护申请。当局登记了他的申请后，他获释，被转送到索非亚寻求庇护者住所。他原则上不再需要担心被拘留，无权入境而偷渡入境者才会受拘留。
4.7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真正的理由担心保加利亚当局将命令将他遣返阿富汗。申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表明保加利亚将不尊重不驱回原则，从而将不遵守国际义务，会把他遣返他的生命、人身健全或自由将受严重威胁的国家或有可能将他送到这样的国家的地方。此外，保加利亚是《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因此受欧洲人权法院管辖。申诉人如果认为保加利亚可能违反《欧洲公约》第3条等规范将他移送出境，可对保加利亚提出申诉，包括请求采取临时措施。欧洲法院最近在一个类似的案件中曾指出这一点。[footnoteRef:10] [10: 		2016年2月2日欧洲人权法院的信，附件3。] 

4.8	缔约国知道，保加利亚拘留中心的条件在一些情况下被认为有辱人格。欧洲法院在一项示范判决中强调指出，保加利亚监狱系统存在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过分拥挤，犯人上厕所时缺少隐私和个人尊严。[footnoteRef:11] 此外，对于申诉人所称的拘留情况或不卫生条件，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在其决定中没有提出异议；但与来文所述不同，申诉人没有声称他经常遭受看守殴打。无论如何，鉴于申诉人已从拘留中获释并转送到索非亚寻求庇护者中心(据称，他是在庇护申请正在被审查时离开该中心的)，他担心在被移送保加利亚后再次被捕并受拘留的说法似乎没有依据。他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说明他在保加利亚可能再次受拘留，因为他是根据《第三号都柏林规则》作为寻求庇护者被移送入境的(他的申请尚未被该国拒收)，而不是偷渡入境或无法律身份滞留的外国人。 [11: 		欧洲人权法院，Neshkov等其他人诉保加利亚，第36925/10号来文和5份其他来文，2015年1月27日。] 

4.9	缔约国指出，在瑞士庇护程序的任何阶段，申诉人都没有提及在保加利亚遭受虐待一事。[footnoteRef:12] 申诉人仅仅在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书中称他遭受国家官员的各种虐待。此外，缔约国强调，保加利亚是法治国家，警察当局运作正常，愿意且能够充分防范第三方实施攻击行为。案卷中没有证据显示在对于申诉人的具体案件中情况会有不同。因此，申诉人如果认为他在保加利亚遭受某种特定威胁，就应向保加利亚相关警察当局提出申诉。同样，如果他认为他受到保加利亚官员的不公平或非法对待，他就因借助有效补救手段，向有关司法当局提出申诉。缔约国还指出，申诉人没有说明他在保加利亚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严酷，因而构成违反《公约》第1条或第16条的待遇。 [12: 		尤其见2015年8月24日听证记录附件一以及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的上诉。] 

4.10  缔约国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2014年1月2日的一份报告中呼吁《都柏林规则》各缔约国暂时停止向保加利亚移送寻求庇护者，原因是该国庇护申请审理和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严重不足。但难民署重新审查了情况后，在2014年4月[footnoteRef:13] 的新报告中收回了其呼吁，注意到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已有改善，同时提请各国注意移送易受伤害者的风险。缔约国指出，难民署迄今没有修订上文引述的最近的报告阐述的立场。 [13: 		自2014年4月以来，难民署没有发表任何新的指示(保加利亚作为庇护国：难民署关于保加利亚当前庇护状况的意见，www.unhcr.org/53198b489.pdf)。秘书处2017年10月10日与难民署首席人权联络员谈话时确认了这一信息。] 

4.11  但其他组织继续报告称，保加利亚持续存在严重困难，尤其是利用庇护程序困难，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不佳，缺乏便利得到承认的难民或已获得临时保护的人融入社会的措施，而且这些人缺乏获得医疗的机会。在上文引述的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2015年10月的报告(此报告更新上一年报告的内容)中，该委员会指出，自2014年3月以来保加利亚的工作已大有改善，但局势已经恶化，主要原因是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若干国家都经历这种情况，位于欧洲联盟前沿的国家受影响特别严重。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还强调，保加利亚接待中心物质条件不足，关押许多寻求庇护者的拘留中心条件差，受关押的人包括根据《都柏林规则》被送回保加利亚的人和带子女的家庭。在这些情况下，即使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保加利亚存在结构性问题，也需要非常注意难民署2014年4月关于移送易受伤害者的警告，这要取决于所涉案件的事实情况。然而，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考虑到申诉人的个人状况，尽管他有医疗问题，他并不是特别易受伤害者，他返回保加利亚后，具体需求能得到满足。
4.12  关于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他出示的2015年12月的医疗报告表明他有严重忧郁症，但没有精神错乱的症状，并可能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在数月时间内需要大量门诊治疗。此外，他的医生认为，如果强行遣返，他有可能自杀。如欧洲人权法院案例法所述，《欧洲人权公约》并不授予申请人留在一缔约国继续治疗的权利。仅在特定案件里，在非常例外的情形中，驱逐外国人可能因其健康状况而构成对《欧洲公约》第3条的违反。[footnoteRef:14] 的确，只有在有医疗问题的人病情极其严重或到了无法医治的阶段、而且此人已接近死亡的情况下，强行遣返才可能违反第3条。[footnoteRef:15] 被勒令移送出境的人自杀和/或试图自杀的可能性尤其不应排除一国采取所设想的步骤，前提是具体措施已经到位，以防威胁成为现实。[footnoteRef:16] 与欧洲人权法院一样，委员会也认为，“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形中，移送某人出境的做法本身可能会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在《公约》第16条含义内)，来文提交人的心理脆弱性和严重创伤后精神紧张症不构成此种情形。[footnoteRef:17] 缔约国认为，考虑到出示的医疗报告，在所引述的案例法的含义内，本案中没有非常例外的情形。根据《公约》，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不妨碍将他移送保加利亚。 [14: 		欧洲人权法院，Tatar诉瑞士，第65692/12号，第43段，2015年4月14日。]  [15: 		欧洲人权法院，N.诉联合王国，第26565/05号，2008年5月27日。]  [16: 		欧洲人权法院，A.S.诉瑞士，第39350/13号，2015年6月30日。]  [17: 		M.M.K.诉瑞典(CAT/C/34/D/221/2002)，第4.13和7.2段。] 

4.13  此外，缔约国认为应该指出，在作出移送安排之时，将对申诉人是否适合移送作出最终评估。国家移民秘书处届时将考虑到申诉人的健康状况，向保加利亚当局转递相关信息，以确保他在保加利亚继续得到专门医疗。保加利亚与瑞士有着类似的医疗基础设施，足以为申诉人诊断的病症提供治疗。保加利亚也有义务遵守关于接待条件的指令，需要提供必要的医疗，至少包括急诊以及对疾病和严重精神失常的基本治疗。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保加利亚当局将拒绝为申诉人提供所需医治或不为他提供所需医疗帮助，从而使其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危害。
4.14  缔约国认为，鉴于上述理由，申诉人没有表明有充分理由担心他被移送到保加利亚会面临特定的人身危险，即有可能受到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6年11月14日，申诉人对缔约国的意见作了回复，指出自从2015年夏季移民危机发生以来，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的状况已经恶化，此事仍然值得关切。难民署在最近关于保加利亚的分析中建议欧洲各国暂停根据《都柏林规则》向保加利亚遣返易受伤害的寻求庇护者，原因是该国接待条件和庇护程序严重不足。难民署尤其指出，易受伤害者鉴别工作缺乏，难以充分满足其需求，而且公平庇护程序利用方面缺陷很多。[footnoteRef:18] 庇护信息数据库最近关于保加利亚的报告证实影响保加利亚庇护系统的问题恶化。[footnoteRef:19] 在这方面，考虑到寻求庇护者面临虐待的风险很大，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暂停向保加利亚移送人员。联合王国、德国、[footnoteRef:20] 比利时、[footnoteRef:21] 荷兰、[footnoteRef:22] 意大利[footnoteRef:23] 等国法院都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表明欧洲国家对保加利亚尊重寻求庇护者基本权利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申诉人认为，欧洲各法院的案例法反映了各国对保加利亚庇护系统运作不当日益形成的共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不再能保障寻求庇护者的基本权利。 [18: 		难民署，保加利亚作为庇护国，2014年4月，第17页
(www.asylumineurop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unhcr_bulgaria_ april_2014.pdf)。]  [19: 		庇护信息数据库，保加利亚国别报告，2015年10月
(www.asylumineurope.org/reports/country/bulgaria)。情况概要见“上次报告更新以来主要变化综述”，第11-14页。]  [20: 		德国案例法分析，见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欧洲庇护问题法律网，研究说明：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拘留和程序保障以及国际保护地位的内容，2016年2月(可查阅www.asylumlawdatabase.eu/sites/www.asylumlawdatabase.eu/files/aldfiles/ Research%20Note%20-%20Reception%20conditions%2C%20detention%20and%20procedural%20 safeguards%20for%20asylum%20seekers%20and%20content%20of%20international%20protection%20status%20in%20Bulgaria.pdf)。]  [21: 		见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belgium-council-aliens-law-litigation-suspends-dublin-transfer-bulgaria。]  [22: 		海牙法院，2016年5月13日，第16/7663和16/7665号(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ase-law/netherlands-%E2%80%93-court-hague-13-may-2016-167663-and-167665)。]  [23: 		见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italy-council-state-suspends-dublin-transfers-bulgaria-and-hungary。] 

5.2	申诉人认为，缔约国对他根据第16条的申诉的分析是不正确的。委员会在关于缔约国执行第2条问题的第2 (2007)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第3条也适用于第16条所述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委员会清楚说明对不驱回的禁止也涵盖虐待，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与国际案例法是一致的，尤其与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法是一致的。
5.3	无论据称在保加利亚受虐待风险为何，申诉人都认为，鉴于他的特殊情形，将他移送到保加利亚的做法本身将构成对第16条的违反。他患有忧郁症和创伤后精神紧张症等病症，而这些病症与他在保加利亚受拘留期间遭受的虐待有关。他目前正在瑞士接受专门治疗，而如果移送到保加利亚，这种治疗就无法有保障。因此，移送将尤其会造成创伤，会产生长期影响，妨碍病症治愈，甚至勾销治愈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原因，他认为移送将构成对第16条的违反。
5.4	申诉人指出，一方面，缔约国承认保加利亚庇护系统存在内在问题和某些结构性弊端，尽管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方面的弊端。另一方面，缔约国又认为，这些问题不够严重，不会妨碍利用公平公正的庇护程序。申诉人认为，在保加利亚，根据《都柏林规则》遣返的人利用庇护程序的机会只是原则上存在。实际上，根据难民署的资料，如果庇护程序在寻求庇护者缺席的情况下已被终止，只有在寻求庇护者能为其离开保加利亚提出客观理由的情况下，程序才有可能重新启动。被移送者如果不能提出令保加利亚当局满意的理由，就会被视为非正常移民，并被拘留，以便移送出境，拘留地点是索非亚(Busmantsi)或靠近土耳其边界的Lyubimets, 那里拘留条件极差，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多次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footnoteRef:24] 从申诉人与非政府组织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的接触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在保加利亚启动的庇护程序已被终止，终止程序的决定已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通知他。申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关于他的庇护请求仍然待决、因而他没有被拘留的风险的假设是错误的。鉴于庇护程序已经终止，申诉人在返回保加利亚后很可能立即被当作非法移民对待，并在案件的整个程序中被当作非法移民对待。 [24: 		见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Nils Muižnieks在2015年2月9日至11日访问保加利亚后编写的报告(http://bit.ly/1GHj8EN)；另见庇护信息数据库，保加利亚国别报告，第55-57页。] 

5.5	申诉人还提及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的报告。[footnoteRef:25] 他认为，鉴于若干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欧洲司法当局的若干报告已严厉批评保加利亚对寻求庇护者施加的拘留条件，缔约国应更加彻底地调查他在保加利亚的情况，以便能够评价他在该国受拘留的风险。申诉人指出，缔约国没有认真调查案件，其事实说明不确切。申诉人还根据从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及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尤其是根据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的报告，[footnoteRef:26] 证明他如果被移送到保加利亚就有可能再次被拘留。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3和16条享有的有效补救权。[footnoteRef:27] [25: 		见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欧洲庇护问题法律网，研究说明：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拘留和程序保障以及国际保护地位的内容。]  [26: 		同上。]  [27: 		申诉人回顾说，委员会在若干场合确认，有效补救权是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规定中的内在要素。例如，在Agiza诉瑞典(CAT/C/34/D/233/2003, 第13.7段)中，委员会认定，“第3条所载的有效补救权在此背景下意味着，在驱逐或移送决定作出后，如果有似乎合理的指控认为第3条受到违反，则需要有机会有效、独立、公正地审视驱逐或移送决定”。另见A.S.诉瑞典(CAT/C/25/D/149/1999)，第8.6段。] 

5.6	申诉人称，联邦行政法院没有对他转递的作为上诉佐证的关于保加利亚情况的资料进行适当分析。法院作出负面决定时，仅仅假定欧洲法律秩序在保加利亚是得到尊重的，而没有提及任何事实数据反驳申诉人提供的信息，申诉人提供的信息说明接待条件和庇护程序存在根本性不足。法院认为，“在缺少任何证据说明这方面最低共同标准受到系统性违反的情况下，可以假定保加利亚在对待其境内寻求庇护者权利方面是遵守义务的”，“在本案中，申诉人没有证明保加利亚当局将拒绝审查他的庇护申请”。申诉人认为，法院的分析显然没有满足委员会关于“有效、独立、公正审视驱逐或移送决定”的要求，因而侵犯了他享有的有效补救权。
5.7	申诉人强调，寻求庇护者中心的条件是非人道的，有辱人格的，而且他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协助，可能流落街头，穷困潦倒。[footnoteRef:28] 即使他不受拘留，他因患有严重精神病，也会在寻求庇护者接待中心面临非人道、有辱人格条件，或陷于彻底贫困状况，流落街头，得不到住房，更谈不上医疗。因此，如果将他移送到保加利亚，即使没有受拘留，这种做法也将违反《公约》第16条。 [28: 		见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欧洲庇护问题法律网，研究说明：保加利亚寻求庇护者接待条件、拘留和程序保障以及国际保护地位的内容，第30和32段。] 

5.8  缔约国称，申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说明保加利亚不尊重不驱回原则，申诉人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保加利亚庇护系统的不足是众所周知的，包括在登记和听证过程中缺少译员和其他工作人员，[footnoteRef:29] 缺乏适当法律代理，未能提供关于案件状况的充分的信息。[footnoteRef:30] 因此，申诉人能否利用尊重不驱回原则的公平庇护程序是毫无保证的。如欧洲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理事会的研究说明所述，在保加利亚利用公平庇护程序的机会仅仅在理论上存在。此外，申诉人引述了保加利亚官方数据，显示非叙利亚寻求庇护者申请被拒比例为91%。他更加具体地强调，2015年阿富汗人申请被拒的比例为94%。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证实阿富汗寻求庇护者申请被拒比例极高。最后，关于连锁驱回的风险，必须指出，2016年5月保加利亚批准了与土耳其的重新接纳协定，据此土耳其有义务接回以非正常途径从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的人。现无关于该协定适用情况的信息，但申诉人被驱逐到土耳其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因为他是经过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的。 [29: 		见庇护信息数据库，保加利亚国别报告；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局，关于需要国际保护者状况每周数据收集，2015年10月5日、26-30日更新本(http://bit.ly/1KQWp1S)。另见难民署保加利亚办事处，Aktualisierte Antworten auf Fragen von UNHCR Deutschland im Zusammenhang mit Überstellungen nach dem Dublin-Verfahren, 2015年6月，第3页。]  [30: 		见“Bulgaria’s jailing and criminalisation of refugees is ‘inhumane’, says UN”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un-bulgaria-refugee-crisis-inhumane-jailing-prosecuting-a7185501.html)。] 

5.9  关于在保加利亚受虐待的风险，缔约国对关于保加利亚拘留中心的生活条件有辱人格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缔约国在其意见中称，申诉人如果被移送保加利亚不会有被再次拘留的风险，因此不审视申诉人被拘留后受虐待的风险。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2015年2月访问保加利亚后批评指出，在保加利亚的寻求庇护者经常被非法拘留，拘留的生活条件不合标准，并谴责拘留中心发生的虐待行为。[footnoteRef:31] [31: 		见Nils Muižnieks的报告。另见2016年9月欧洲融合与移民方案和法律援助中心的报告――在保加利亚发出的声音，谁被拘留？保加利亚拘留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做法需提高透明度，增加问责。] 

5.10  缔约国的分析不承认申诉人特别易受伤害，称他没有说明他在保加利亚的生活条件“艰难严酷”的程度，因而构成违反《公约》第1条或第6条的待遇。申诉人对此提出质疑。他争辩说，他必须被视为易受伤害的寻求庇护者，因为他以往在保加利亚受过虐待，他需要在瑞士接受心理治疗。
5.11  缔约国称，“在瑞士庇护程序的任何阶段，申诉人都没有提及在保加利亚遭受虐待一事”，“申诉人仅仅在向委员会提交的申诉书中称他遭受国家官员的各种虐待”。这种说法不确切，案卷中的文件所述情况与此不同，申诉人说过他在保加利亚被拘留期间遭受过酷刑，并忍受非人道、有辱人格的条件。他在巴塞尔接待处理中心简易听证时说：“我在保加利亚监狱被关押了一年，受过许多酷刑(‘Viel Folter’)”，[footnoteRef:32] “监狱很可怕，很不卫生，很肮脏。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食品很差，驴子也不要碰。我们全身都是虱子”。[footnoteRef:33] 申诉人确实讲述了他在保加利亚被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以及非人道、有辱人格待遇。瑞士当局不问酷刑或非人道拘留条件的细节，在整个庇护程序中不问关于此事的任何问题。因此，案卷中缺乏更多细节或信息，原因不在于申诉人，而在于缔约国当局显然没有加以调查。没有调查意味着违反有效、独立、公正审视驱逐或移送决定的义务。从逻辑上说，要分析今后违反禁令的风险，申诉人在目的地国曾经遭受酷刑的事实是相关的考量。为了能够正确评估移送申诉人的风险，缔约国本应调查案件这一方面的事实。 [32: 		根据案卷中的信息无法确定申诉人在保加利亚期间是否遭受过酷刑。德语记录不显示他曾经向瑞士当局叙述他在保加利亚遭受酷刑的情况。]  [33: 		缔约国的意见附件1, 个人背景谈话记录，第1.17.04和2.06段(律师德文原件的法文译文)。] 

5.12  关于在保加利亚的易受伤害寻求庇护者的生活条件，根据《都柏林规则》被移送的人可能得不到住房、食品或医疗。各机构缺乏财政资源，缺陷很多。对于像申诉人这样的易受伤害寻求庇护者来说，这一情况尤其令人担忧。缔约国称，保加利亚是“法治国家，警察当局运作正常，愿意且能够充分防范第三方实施攻击行为”。关于这一说法，应该记得，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以及媒体文章都证实保加利亚警察、边防人员、监狱工作人员和公众对寻求庇护的人施行暴力的情况。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曾指出，保加利亚在促进不容忍。2015年12月，大赦国际请保加利亚政府调查难民和移民关于遭受警察虐待、暴力和讹诈的指控。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并非易受伤害，在保加利亚他的需求能得到满足，这一结论是错误的。2015年6月15日斯图加特行政法院的一项判决认为，保加利亚提供的医疗是不够的。
		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和程序
		可受理性的审议
6.1	在审议申诉书中的任何一项主张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根据《公约》第22条申诉可否受理。
6.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经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3	委员会回顾说，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委员会如果确定相关个人尚未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就不应审理此人的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里，缔约国承认，申诉人已经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
6.4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里，缔约国质疑根据《公约》第16条提出的申诉的可受理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认为，《公约》第3条所述义务不涵盖《公约》第16条所述虐待情况，因此根据第16条提出的申诉从属事管辖角度来说是不可受理的，因为这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缔约国对根据第16条提出的申诉的分析是不正确的；禁止不驱回的规定也涵盖虐待；移送他的做法本身将构成对第16条的违反，因为他的状况特殊，尤其是他患有忧郁症和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如果被移送保加利亚，他目前在瑞士得到的这种医治就不可能有保障。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申诉人依赖的信息是一般性的，而没有提供具体证据作为其说法的佐证。鉴于这种情形，在案卷中没有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根据第16条提出的申诉是可予受理的。
6.5	但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意见提出了属于《公约》第3条范畴的实质性问题，这些意见应根据案情实质予以审理。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受理没有进一步障碍，宣布来文根据《公约》第3条可予受理。
		案情的审议
7.1	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委员会参照各当事方提供的一切资料审议了来文。
7.2	在本案中，委员会审理的事项是，移送申诉人到保加利亚会否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第1款承担的义务，该义务是：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驱回”)至该国。
7.3	委员会必须评价是否存在充分理由确信申诉人本人在返回保加利亚后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在评估风险时，委员会必须依照《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到所有相关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委员会回顾说，这种评估的目的是确定相关人士在返回的国家里本人是否真正面临可预见的酷刑风险。因此，一国内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的存在并不构成确定特定人士在返回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要证明相关人士本人面临风险，必须要有补充理由。反过来，不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并不意味着相关人士不会遭受酷刑，因其情形可能特别。[footnoteRef:34] [34: 		例如，见E.K.W.诉芬兰(CAT/C/54/D/490/2012)，第9.3段。] 

7.4	委员会回顾其第1号一般性意见，其中委员会指出，对酷刑风险是否存在的评估必须超越理论或怀疑的理由。虽然不一定要证明风险的可能极大，[footnoteRef:35] 但委员会回顾说，举证责任通常在于申诉人，申诉人必须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本人面临真实、可预见的风险。[footnoteRef:36] 委员会还回顾说，根据上述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十分重视相关缔约国机关提供的事实结论，但同时也不受这种事实结论的束缚，有权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每一案件的全部情形，对事实作出自己的评估。[footnoteRef:37] [35: 		见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6段。]  [36: 		同上。另见A.R.诉荷兰(CAT/C/31/D/203/2002)，第7.3段；Kalonzo诉加拿大(CAT/C/ 48/D/343/2008)，第9.3段；X诉丹麦(CAT/C/53/D/458/2011)，第9.3段；W.G.D. 诉加拿大(CAT/C/53/D/520/2012)，第8.4段。]  [37: 		见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T.D.诉瑞士(CAT/C/46/D/375/2009)，第8.7段；Alp诉丹麦(CAT/C/52/D/466/2011)，第8.3段。] 

7.5	申诉人说，在保加利亚，他将无法利用庇护程序，可能被拘留，受虐待或酷刑，并被驱回到阿富汗或移送土耳其。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在保加利亚拘留中心时与看守有矛盾。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是在保加利亚提出庇护申请之前作为身份非正常的移民被警察拘留的。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自己确认，他在进入保加利亚后没有申请庇护，因此他可能由于被认为是非法移民而被拘留。委员会还注意到，当局登记了他的庇护申请后，他便获释，转送到索非亚的寻求庇护者中心。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离开了保加利亚，而没有等待当局就其庇护申请作出决定，因为他说阿富汗人一般不受欢迎，也找不到工作。他抵达瑞士前，经过匈牙利(在那里于2015年5月6日和27日提出庇护申请)、奥地利(在那里他于2015年8月2日提出庇护申请)和意大利。
7.6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的有效补救权受到侵害，因为缔约国没有遵守其有效、独立、公正审视移送决定的义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指出，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在其决定中对申诉人关于受拘留或不卫生的条件的说法没有提出质疑，但他并没有声称曾经反复遭受看守殴打，这与在来文中说法不同。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证明他在保加利亚的生活条件极端艰难严酷，因而构成违反《公约》第1条或第16条的待遇。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在保加利亚启动的庇护程序已经被终止，终止程序的决定已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通知他。但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是据称通过与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会接触而获悉此事的，没有出示任何相关文件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保加利亚当局已明确同意根据《第三号都柏林规则》第18 (1) (b)条让申诉人返回，这样做就是承认程序在保加利亚正在进行之中，并承认保加利亚拥有审理庇护申请的权限。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供关于他遭受酷刑说法的任何细节。
7.7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由于他在保加利亚受拘留时受过虐待，他患有严重忧郁症和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因此他特别易受伤害。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从出示的医疗报告来看，本案中没有非常例外的情形，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不构成《公约》所述的理由，不能据以阻止将他移送保加利亚。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指出，考虑到申诉人的个人状况，尽管他有医疗问题，他也并不特别易受伤害，他返回保加利亚后，具体需求有可能得到满足。
7.8	委员会回顾说，委员会必须断定申诉人如果被移送保加利亚目前是否有可能遭受酷刑。[footnoteRef:38]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曾经有机会在国家层面向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为其申诉提供辅助证据和更多细节，但所提供的证据无法使国家当局认为，他作为阿富汗寻求庇护者的身份、他的案件所涉的庇护程序或在保加利亚拘留中心的物质和生活条件将使他在返回后会面临酷刑的风险。 [38: 		例如，见G.B.M.诉瑞典(CAT/C/49/D/435/2010)，第7.7段。] 

7.9	此外，委员会回顾说，遣返的国家发生的侵犯人权情况本身不能作为充分理由说明申诉人本人面临酷刑风险。根据以上信息，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说明他在以往受过酷刑，并认为所提供的信息不能证明他返回保加利亚后本人可能遭受酷刑。
8.	鉴于上述事实，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证实他关于他在被遣返保加利亚后本人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酷刑风险的说法。
9.	因此，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认为将申诉人移送保加利亚将不构成缔约国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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